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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基本权利限制的明确性要求

 王  锴*

摘 要:明确性要求是基本权利限制的正当化条件之一。明确性要求来自法治国原则中的

法安定性原则,对它的界定需要从正反两方面来进行。明确性要求要具备可预见性、不能涵盖过

广和能够通过解释或者判例来确定3个要件。根据法律保留程度的不同,明确性要求分为一般

明确性要求和特殊明确性要求。明确性要求所要消除的不明确主要是针对主观的不明确,即立

法者意图的不明确。对于基本权利限制而言,法律所规定的限制基本权利的目的不明确,会造成

执法机关在执行时的困惑或者选择性执法,并导致法律解释的困难。因此,只要立法者意图明

确,即使法律语句存在客观的不明确,包括使用不确定法律概念和概括性条款,仍然可以通过法

律解释或者案例群等方法予以确定,并不违反明确性要求。
关键词:基本权利限制  明确性要求  不确定法律概念  概括性条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以下简称《立法法》)第7条第2款规定:“法律规范应当明确、具
体,具有针对性和可执行性。”2023年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初次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

理处罚法(修订草案)》[以下简称《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草案)》]第34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或者10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10日以上15
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罚款:(1)在公共场所从事有损纪念英雄烈士环境和氛围的活

动的;(2)在公共场所或者强制他人在公共场所穿着、佩戴有损中华民族精神、伤害中华民族感情

的服饰、标志的;(3)制作、传播、宣扬、散布有损中华民族精神、伤害中华民族感情的物品或者言

论的。”该规定在征求意见时,很多人认为其中“有损中华民族精神、伤害中华民族感情”的表述不

够明确,在罚与不罚之间界限模糊,如对外国动漫人物的角色扮演、穿着外国民族服饰等是否属

于应受行政处罚行为难以判定,易使处罚范围扩大化。① 由于对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进行行政

处罚属于对公民基本权利的限制,这就引发了基本权利限制的明确性要达到何种程度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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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性要求是基本权利限制的正当化条件之一,①但我国宪法学界对该问题的研究并不多,也未

能提供体系化的分析思路。② 本文拟在比较国内外已有做法的基础上,引入语言学研究的成果,
对基本权利限制中明确性要求的界定方法、判断标准以及例外等进行系统分析。

一、明确性要求的内涵

明确性要求的理论基础是法治国原则下的法律安定性原则。③ 法律安定性原则主要是对立

法者提出的要求,因为清晰的立法使得民众可以具体认识其法律服从义务和法律状态,从而指引

其行为。④

(一)正面界定

明确性与清晰性不同,清晰性侧重于立法语言(包括概念、句子、段落)的条理清楚和一目了

然,并不涉及内容的宽窄或详略。而明确性侧重于内容,具体包括:⑤

第一,具备可行性。因为任何法律规定终究是要贯彻实施的,所以法律规定的可行性是充分

明确性的重要标志。例如,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曾经认为,《帝国鉴定法实施条例》中所使用的“实
际状态”和“价值关系”概念缺乏可行的区分要素而不符合明确性要求。⑥

第二,免于恣意。亦即法律规定是否会产生不公平的后果。明确性意味着法律规定的刚性,
目的是确保法律的平等适用,做到相同情况相同处理。在实践中,这一要件也被称为选择性执法

标准,如果因法条涵盖过广赋予主管机关选择性执法的机会,那么有权机关就可以宣告其违反明

确性要求。
第三,具备可预见性。对此,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曾指出,法律规定必须要让任何人能够预见

到何种行为会导致何种刑罚,从而相应地调整自己的行为。法治国原则要求个人必须清楚地了

解行政机关将在何种程度上干预其权利。⑦ 可预见性有所谓主观可预见性和客观可预见性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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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前者是指法律规定要能够为不具备法律专业知识的普通人所预见,后者是指能够为法律专家

所预见。对此,德国联邦宪法法院认为不能一概而论,要区分情况分析。如果一个法律规定是直

接对公民生效(如许可或者给付),那么就要以普通人所能预见为前提,如此才能激发民众去遵

守。反之,如果一个法律规定并非直接对公民生效,而是对国家机关提出的要求(如授权干预的

规定),那么就要以专业人士的可预见为前提。①

第四,法院的可适用性。根据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的观点,如果一个法律规范因不确定性而导

致法院无法适用,那么它就是违宪的。例如,《德国护照法》规定的“基于其他重大事由可以拒绝

颁发护照”在实践中就导致对于护照颁发部门的裁量根本无法审查的后果,因而是违宪的。② 所

谓法院不可适用是指法院即使通过具有共识性的解释方法或者依据可遵循的判例仍然无法确定

其内涵。③ 例如,根据《黑森州宪法》第78条第2项的规定,造成选举无效的原因包括影响选举

结果的行为违反公序良俗。对此,在2001年德国黑森林选举审查判决中,德国联邦宪法法院认

为,通过一般法律解释方法并根据相关事实关联,公序良俗的内容可以确定且实务上也有为数众

多的影响选举结果的行为方式和样态可资参照,故不违反法律的明确性要求。④

(二)反面排除

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在认定法律不明确时,通常采取非常严格的标准。例如,德国某培育马匹

的私人团体的章程将培育目标界定为:培育纯种的、适合的、表现出色的热血马,它能够富有活力

地、善于利用空间地、灵活地运动,它的气质、特性和驯服性适宜于任何方式的骑行。德国联邦宪

法法院认为,上述章程规定缺乏足够的明确性。因为它给个别决定的作出留下了十分宽泛的填

充空间,但是并没有提供具体的判断标准。⑤

美国法院在审查限制第一修正案的权利时,也会用模糊和宽泛的标准来判断其合宪性。所

谓“模糊”是指,如果一个理性人无法明确区分何种言论是被禁止的和被允许的,那么就构成模

糊。⑥ 例如,在“寇兰德诉劳森案”⑦中,法院宣布加利福尼亚州的《游荡法》违宪,原因是一个惩罚

性的法律必须用带有充分确定性的语言来界定犯罪行为,从而让普通人能够了解什么行为是被

禁止的,同时避免任意和歧视性的执法行为。有时,模糊性的法律还损害公平。因为如果用模糊

性的语言,就无法提供关于什么行为是被禁止的清晰的告知,而不知者不为罪,在这种情况下进

行制裁是不公平的。模糊的语言还会产生选择性执法的风险,美国奥康纳法官曾经指出,法律模

糊的问题不在于实际的告知,而是立法者必须建立一个规范政府强制力的最低护栏。如果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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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没有建立这样的最低护栏,那么就等于允许警察、检察官、法官按照其个人偏好执法。①

所谓“宽泛”是指,如果一个法律实际上规制的言论比宪法所允许规制的更多,那就构成宽

泛。例如,在“谢德诉伊弗雷姆山镇案”②中,市镇的法令禁止所有的现场表演,这就构成宽泛。

同时,宽泛必须是实际的。例如,在“布罗德里克案”③中,原告认为俄克拉何马州的一部法律违

宪,因为它禁止政府雇员举办政治活动,原告认为该法律过于宽泛,如衣服上带有政治意涵的纽

扣或者用政治性的车尾贴纸装饰是否也要被禁止。但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一个法律是否

宽泛不能仅看表面,而要看它是否属于“实际上宽泛”,即通过个案分析发现是否存在制裁的事

实。④ 有时,实际上宽泛还要求提供证据来证明该法律被运用到禁止合宪言论的实际次数。例

如,在“休斯敦市诉希尔案”⑤中,一个法令禁止打断警察执行公务的行为。某人被判有罪,因为

他在警察逮捕他的朋友时大喊从而转移警察的注意力。法院认为该法令违宪,原因是按照该法

令将制裁很多受宪法保护的言论,违反该法令的行为每天都在发生,但是警察仅仅选择其中的一

部分人逮捕,这就构成实际上宽泛。相反,如果法院认为该法律只是适用于很少的情形,将不会

构成宽泛。例如,在“纽约诉费伯案”⑥中,一部州法律禁止儿童色情表演,尽管它可能包含一些

具有严肃文学性、科学性或者教育意义的作品。但是法院认为,这种例外与该法律所要打击的范

围相比是微乎其微的,因此该法律合宪。⑦

关于宽泛和模糊的关系,学者认为两者部分重合但并不等同。这是因为,有时候宽泛的并不

一定模糊。例如,在“洛杉矶机场管理委员会诉犹太耶稣团体案”⑧中,洛杉矶机场管理委员会发

布一个决定,禁止个人或者团体在机场的核心候机区从事任何跟第一修正案有关的活动。被告

是一个非营利的宗教团体,其福音部的负责人在机场核心候机区向行人发放免费的宗教资料时

被机场保安阻止。该案中,行政机关的决定禁止了一切受到第一修正案保护的行为,甚至包括说

话、阅读或者穿着抗议性的衣服,范围不能不说宽泛,但它并不模糊。反过来,模糊的有时不一定

宽泛。假设洛杉矶机场管理委员会禁止的是所有不受第一修正案保护的言论,那么这显然是模

糊的,因为一个理性人看到该条文时无法知道到底什么被禁止了,但其并不宽泛,因为其没有超

出法律能够规制的范围。当然,一个法律规范也有可能既宽泛也模糊。例如,在“科茨诉辛辛那

提案”⑨中,一部法令规定,3个人以上聚集在人行道上做出令行人讨厌的行为将受到刑罚。法院

认为该法令是违宪的,理由是:一方面,它是模糊的,因为它没有提供确定的标准;另一方面,它也

是宽泛的,因为它授权制裁受宪法保护的行为。

(三)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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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上述正反两面的认定,笔者认为,正面界定和反面排除或许可以结合。一方面,正面界

定中的可行性与法院的可适用性追求的目标是相同的,应可归于一类;另一方面,避免恣意与反

面排除中的“宽泛”所追求的是同一个目的,即避免将合法行为作为违法行为进行打击,而可预见

性与反面排除中的模糊也是一体两面。由此,可将明确性要求归结为3个要件:(1)具有可预见

性。根据英国哲学家维特根斯坦“意义即用法”的观点,语词的意义与语词的使用和目的相连接,
语词的意义就是它在语言中的用法。① 因此,所谓可预见性的关键就是人们对该语词的用法相

对固定,不能因分歧太大而导致无所适从。例如,关于《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草案)》第34条中

的“中华民族的精神”“中华民族的感情”,前者目前并无统一的界定,②后者过于主观,且无人能

够代表中华民族的感情,导致难以判断。(2)不能涵盖过广,让人难以把握合法行为与违法行为

的边界,从而将合法行为纳入打击的范围。例如,《土耳其刑法》第301条曾规定“侮辱土耳其魂

罪”。2008年《土耳其刑法》修改时将第301条改为“侮辱土耳其民族罪”。欧洲人权法院在2011
年“阿尔图格·塔纳尔·阿克坎诉土耳其案”③中指出,无论是旧法的“土耳其魂”或新法的“土耳

其民族”,都因涵盖过广而过于模糊,依土耳其本国案例观之,几乎任何冒犯、扰乱社会主流价值

的政治言论,都很容易成为检察官调查、起诉的对象,虽然土耳其政府表明已竭尽努力限缩该条

的适用,但是政治情势的改变可能改变司法部门的解释态度,从而开启恣意起诉的大门。(3)能
够通过解释或者判例来确定。如果立法有多种解释的可能,但立法者又没有给出明确的指示时,
即无法根据被规范的生活事实的性质回溯到规范的目的,那么可以认为该立法缺乏解释的可能

性。④ 同时,涉及该条文的既有判决缺乏一致性时,也可以认为该条文缺乏明确性。例如,2005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律工作委员会法规备案审查室在审查《投机倒把行政处罚暂行条例》时曾

指出,“多年来,‘投机倒把’的内涵一直随着国家政策的变化而变化,范围时大时小,具有不确定

性。初步查找到《暂行条例》制定前国家颁布的10个有关‘投机倒把’的政策、法令和司法解释,
其中有些规定了‘投机倒把’概念。……从上述规定看,各个时期对‘投机倒把’界定的具体内容

都不完全相同,造成公民对这一概念理解不清,继续使用这一概念来界定违法行为,容易引起公

众对处罚的误解和守法认识的混乱”。⑤

二、一般明确性要求与特殊明确性要求

因明确性是对立法机关提出的要求,故基本权利限制的明确性要求与法律保留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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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美]凯利·迪恩·乔利编:《维特根斯坦:关键概念》,张晓川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93页。

例如,1998年《中央宣传部、国家教委、民政部、文化部、国家文物局、共青团中央关于加强革命文物工作的意

见》指出,革命文物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2015年《中共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指出,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2017年《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关于深化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的指导意

见》指出,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爱国主义精神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2020年《中国法治建设年度报告》

指出,中华法系凝聚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和智慧。

SeeAltugTanerAkcamv.Turkey,App.No.27520/07,85-94.
Vgl.Hinnerk Wißmann,Generalklauseln:VerwaltungsbefugnissezwischenGesetzmäßigkeitundoffenen

Normen,MohrSiebeck,Tübingen,2008,S.168.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法规备案审查室编著:《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案例选编》,中国民主法制出

版社2020年版,第14~15页。



也就是说,如果是实行法律保留的基本权利,那么法律在限制它的时候就须满足形式正当性条件

和实质正当性条件。其中,明确性要求属于形式正当性的条件之一。①

(一)一般明确性要求

1.不同的明确性程度

明确性并非对所有情形都有着一样的要求,而是存在程度的差别:对于限制基本权利的事

项,应适用较严格的明确性要求。同时,对基本权利的干预越严重,明确性要求就越严格。② 反

之,对于授益性事项或者涉及繁琐事实以及有适应社会经济情势变迁的必要的事项,则可以适用

比较宽松的明确性要求。
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曾将明确性和规范清晰性作为国家干预通信自由的核心标准,在保护信

息自决权时,干预的动机、目的和界限必须限于特定的领域且精确和清晰。③ 干预须能根据所调

整的生活关系的性质并结合规范目的加以确定。④ 这是因为法律语句不同于其他语句,其不仅

是理性的活动,而且也是意志行为。⑤ 一般的语句只是准确地反映被定义对象的性质,而法律语

句的目的并非仅仅在于获得对定义的认知,更重要的是确定语言的用法。立法者要明确在具体

的个案中如何理解概念以及澄清该概念在未来如何以被定义的内涵来使用。准确地说,法律语

句不是在确定事实,人们不能质疑该定义是否为真,而只能判定该定义对于目的是否恰当。⑥ 因

此,立法目的对于法律语句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英国法理学家哈特所举“禁止在公园中使用车

辆”的例子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从文义上看,消防车肯定属于机动车,但显然不能禁止消防车

进入公园救火。因为立法者规定该条文只是为了禁止那些会对在公园中休闲的人们的安全构成

威胁的机动车,而消防车恰恰是为了保护人们的安全,故不在此列。⑦

学者从语言学的角度对该问题作了进一步阐述。语言可以分为自然语言和非自然语言,自
然语言是指一些自然符号,如森林上空有烟雾,它可能来自森林火灾,但也有可能是附近旅馆的

炊烟。烟雾的自然含义是确定的,因为它取决于因果关系。而非自然语言是一种意图现象,它的

内涵取决于说话者或者作者交流的意图,如某人夜晚开车停在一个十字路口,对面的车向他闪烁

车灯,其意图有可能是提醒他车灯不亮,也有可能只是对方觉得好玩。⑧ 语义意思是通常在使用

该符号时的习惯性内涵,也可以称之为词典意思,它考虑的是平均人而非特定人。语义意思只是

为了方便沟通。一方面,它给予说话者一系列能够被听众所理解的符号,为听众理解说话者的意

图提供了基础;另一方面,说话者在使用这些符号时,并不受限于符号的语义意思,只要他们确信

存在足够的背景线索去传递他们的意图即可。例如,“热”这个词可以被用在一碟菜冷了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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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⑥

⑦

⑧

其他的形式正当性条件还包括个案法律禁止、援引要求、禁止溯及既往等。

Vgl.BVerfGE86,311.
Vgl.BVerfGE110,53.
Vgl.BVerfGE49,181.
Vgl.NikolaosTsoumanis,BestimmtheitundNormativitätimStrafrecht:EinebedeutungstheoretischeUn-

tersuchung,Nomos,Baden-Baden,2022,S.273.
Vgl.NikolaosTsoumanis,BestimmtheitundNormativitätimStrafrecht:EinebedeutungstheoretischeUn-

tersuchung,Nomos,Baden-Baden,2022,S.274.
参见[英]哈特:《法律的概念》(第3版),许家馨、李冠宜译,法律出版社2018年版,第191~193页。

SeeRalfPoscher,AnIntentionalistAccountofVagueness:ALegalPerspective,inGeertKeilandRalfPos-
chereds.,VaguenessandLaw:PhilosophicalandLegalPerspectives,OxfordUniversityPress,2016,pp.67-68.



下,只要说话者在适当的环境下带着正确的反讽语调。语义意思和说话者的意思呈现出辩证的

关系,一方面,语义意思是由说话者意思的大量叠加形成的,就好像做了某种意思的民意调查;另
一方面,特定的说话者依赖语义意思去表达其意图,但是说话者不能随意使用语义意思。此时,
带着语义意思的符号就像一个工具,但是任何工具都受限于它们能够实现的功能。例如,钳子可

以用来拔钉子,但不能用来修剪。某人说我想要一大杯水,听众可能觉得模糊,因为不知道他的

意图到底多少算作大。如果此时菜单上写着大杯500毫升、小杯300毫升,那么在这种语境下就

可以理解他的意图,并不会觉得模糊。当然,如果他的意图只是想要50毫升水,那么此时他说

“一大杯水”也会让人不明就里。① 因此,如果我们无法通过语义或者其他语境材料来确定说话

者的意图,那么才是真正的不明确。
语言学研究的启发性在于,不明确可以分为说话者意图的不明确(主观不明确)和语词意义

的不明确(客观不明确)。后者又可以分为语义不明确和语用不明确。② 语义不明确包括两种情

况:(1)多义性。例如,英语中的“bank”既有河岸的意思,又有银行的意思。但是多义性可以通过

语境来确定,如当事人讲“把钱存进bank”,那就排除了河岸的意思。③ (2)不精确性,即语义本身

没有提供充足信息或者缺少有用的具体细节,如“几乎”“也许”“大概”“猜测”等词语,但这种语义

的不精确本质上仍是说话者的意图不明确导致的,也就是说,只有说话者拿不准的时候才会使用

这些不精确的表述。语用不明确是指,无论一个语词的语义多么清晰,总有一些边缘情形不确定

是否可以归属于该语词的语义之下。例如,水果、蔬菜的概念是比较清晰的,但是小西红柿(圣女

果)到底属于水果还是蔬菜,就令人感到困惑。学者指出,这种语用不明确是无法避免的。原因

在于:(1)世界本身是一个连续体,而我们使用的概念却是彼此分离的,也就意味着我们要用一个

个独立的概念去“切割”世界,这必然导致概念与概念之间衔接的困难。(2)人本身的感知能力是

有限的。就像红色和橙色到底是一种颜色还是两种颜色,那些波长上的细微差别,人可能根本就

感知不到。(3)有时人缺乏追求精确性的实践理由,如当人们用“一堆谷物”这种不精确的表述

时,可能意味着他们此时根本不在乎谷物的数量到底是多少,但如果人们要对谷物进行交易时,
肯定就会用使用公斤或者升等更为精确的表述。(4)有时语用不明确是因缺乏共识而导致的。
例如,人们之所以对于什么样的政体属于民主政体存在观点上的分歧,可能是因为人们对于什么

是民主本身没有共识。(5)开放结构也会导致语用不明确。因为总有新的或者无法预料的情形

出现,从而产生边缘情形。④

区分主观不明确与客观不明确的意义在于,客观不明确是无法消除的,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

会有不确定法律概念的存在。既然客观不明确无法消除,当然也不是明确性要求所要规制的对

象,否则明确性要求就变成了一个客观上无法实现的空谈。因此,明确性要求或者法学上所要消

除的不明确主要是针对主观不明确即说话者意图的不明确。这也跟法律语句作为非自然语言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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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RalfPoscher,AnIntentionalistAccountofVagueness:ALegalPerspective,inGeertKeilandRalfPos-
chereds.,VaguenessandLaw:PhilosophicalandLegalPerspectives,OxfordUniversityPress,2016,pp.68-70.

参见[英]蒂莫西·A.O.恩迪科特:《法律中的模糊性》,程朝阳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3页。

SeeRalfPoscher,AmbiguityandVaguenessinLegalInterpretation,inPerterM.TiersmaandLawrenceM.
Solaneds.,TheOxfordHandbookofLanguageandLaw,OxfordUniversityPress,2012,p.129.

SeeRalfPoscher,AmbiguityandVaguenessinLegalInterpretation,inPerterM.TiersmaandLawrenceM.
Solaneds.,TheOxfordHandbookofLanguageandLaw,OxfordUniversityPress,2012,pp.139-140.



立法者意图的载体有关。即使法律中存在不确定法律概念或者概括性条款,但只要立法者的意

图是明确的,我们就可以通过解释的方法确定其内涵。例如,警察让旁观者和事故现场的证人站

到附近,“附近”这个词看似是模糊的,因为没有给出精确的距离,但是如果我们了解警察这样说

的意图是想还原当时的事故场景,那么“附近”就不是模糊的,而是指跟当时事故发生时的距离相

同的距离。因此,重要的不是词语本身是否模糊,而是在于说话者的意图能否被确定。对于基本

权利限制来说,说话者的意图就是法律限制基本权利的目的。法律限制基本权利的目的不仅要

合宪(即具备目的正当性),而且这种目的要通过法律语句的表达为执行机关所清楚地接收到,即
执行机关不能对限制目的产生困惑。产生这种困惑的主要原因是,从法律语句的表述中看不出

来限制的目的,也找不到相关的背景资料作为辅助,从而无法通过法律解释予以明确。从《治安

管理处罚法(修订草案)》第34条的规定来看,无论是“在公共场所或者强制他人在公共场所穿

着、佩戴有损中华民族精神、伤害中华民族感情的服饰、标志”还是“制作、传播、宣扬、散布有损中

华民族精神、伤害中华民族感情的物品或者言论”,诸如此类的表述之所以被认为不够明确,是因

为从目前的表述中看不出来限制这些行为的真实目的。

2.指示条款的问题

正如学者所指出的,由于明确性要求有程度的差别,因此其真正目的是排除那些不能忍受的

不明确,包括空洞的公式、泛泛的条款以及内容没有边界的不明确。① 不能忍受的不明确在我国

法律中主要体现为大量存在的“依照国家有关规定”“依照有关规定”等指示性条款。② 这些条款

虽然经常与程序有关,但是也有一部分涉及公民的实体权利甚至与基本权利限制有关。例如,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第16条规定:“公安机关因侦查犯罪的需要,根据国家有关规定,

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察措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法》第37条规

定:“商检机构和其他检验机构依照本法的规定实施检验和办理检验鉴定业务,依照国家有关规

定收取费用。”一般来说,技术侦察措施会限制公民的通信自由、通信秘密以及隐私权等,收费会

限制公民的财产权,但是作为权利限制依据的“国家有关规定”到底是指哪些规定,存在较大的不

确定性。一方面,这些规定的范围太大,既有可能是立法,也有可能是非立法性的其他规范性文

件;有可能是公开的,也有可能是不公开的;制定主体有可能是国家机关,也有可能是国有的企事

业单位或者社会团体,其内涵比“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或者“依照国务院的有关规

定”等更为不确定。另一方面,这些规定是否已经出台,也不明确。由于我国尚缺乏对立法不作

为的救济手段,因此一旦有关规定尚未出台,上述指示性条款将成为具文。20世纪50年代,《德
国药房停止设置法》曾规定,新药房是否允许设立应符合各州相关法律规定。但哪些法律规定属

于“相关”,各州的执法机关见解不一,因此联邦宪法法院宣告该规定违反法律明确性要求。③

(二)特殊明确性要求

基本权利限制除了一般的明确性要求外,还包括授权明确性这一特别要求。

1.授权明确性的判断标准

·921·

论基本权利限制的明确性要求

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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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我国目前有197部法律中存在指示性条款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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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权明确性基于相对法律保留而产生,《立法法》第11条虽然规定了若干法律保留的事项,
但是其第12条也规定,本法第11条规定的事项尚未制定法律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

员会有权作出决定,授权国务院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对其中的部分事项先制定行政法规,但是有

关犯罪和刑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和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司法制度等事项除

外。这就使得一些限制基本权利的事项,只要不属于绝对法律保留(不可授权)事项的,也可以授

权行政法规来规定,如《立法法》第11条第7项规定的“对非国有财产的征收、征用”等。同时,为
了防止法律的制定机关通过授权逃避自身的立法义务,《立法法》第13条第1款规定,授权决定

应当明确授权的目的、事项、范围、期限以及被授权机关实施授权决定应当遵循的原则等。这被

称为授权明确性要求。
关于授权明确性,德国法要求对于授权性的行政法规,法律的制定机关必须单独授权,不能

一揽子、概括式授权,而且授权必须明确授权的内容、目的和范围。这被称为授权三要素。当然,
《立法法》规定的授权明确性须具备的要素比目的、内容、范围要多,还要加上授权期限和授权原

则,可以称之为授权五要素。包括:(1)授权目的,是指授权机关对其他机关作出立法授权的宗

旨。① 例如,1985年《六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关于授权国务院在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方面可

以制定暂行的规定或者条例的决定》(以下简称《1985年授权决定》)明确规定这一授权是“为了

保障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顺利进行”。(2)授权事项(内容)和范围,两者看似没有区别,但
实际上,内容跟事项有关,而范围是指界限。例如,1966年《德国负担平衡法》的授权条款为,代
理他人参与在负担平衡署及其下设委员会所进行的程序应得到许可,并缴纳规费。许可要件和

规费的缴纳,另以行政法规规定。德国联邦宪法法院认为,该条只是规定了授权的内容———规定

许可要件和如何缴纳规费,但授权的范围不够明确。立法者听任行政机关自由决定代理人的各

种主客观资格条件,但这种自由决定权的界限何在,从授权条款本身以及《德国负担平衡法》的其

他条文中均无任何线索可循。② 当然,授权内容不明确的现象也是客观存在的。全国人大常委

会法工委官方编写的《立法法》释义就曾指出,在1985年《授权决定》中,哪些事项属于“有关经济

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方面的问题”,并不明确。③ (3)授权期限。由于我国授权性行政法规通常

是规定试验性、先行性的事项,故一般有授权期限的要求,即在授权期限届满后授权性行政法规

就自动失效,如果需要继续授权的,由被授权机关提出,然后由授权机关决定。但是《立法法》只
是规定了最长授权期限为5年,具体授权多长时间,由授权决定自己规定。(4)授权原则,是指被

授权机关行使被授予的权力时必须遵循的准则。④ 例如,1985年《授权决定》就指出,国务院必要

时可以根据宪法,在同有关法律和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关决定的基本原则不相抵触的前提下

制定暂行规定或条例。其中的“不抵触”原则就是授权原则。
至于明确的程度,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曾经指出,要让公民从授权法中能够足够明确地预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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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在何种情形下、以何种意图来使用授权,并且被授权发布的法规具有何种可能的内容。① 这

被称为“可预见性公式”。例如。在1951年“第二次行政区划调整法判决”中,案涉法律的授权条

款为“为执行本法所需的行政法规由联邦内政部长定之”。② 德国联邦宪法法院认为,该法调整

的是一个异乎寻常的行政区划调整程序,在整个调整过程中随时可能出现许多无法预见的疑难

问题,而授权条款仅授权行政机关制定所有施行本法所需的行政法规,令人无法预见行政机关究

竟将如何使用该项授权,显然在授权的明确性上有所欠缺。也就是说,立法机关必须考虑究竟本

法的哪些条款有制定施行细则的必要,以及施行细则究竟应朝何种方向、在何种范围内予以规

定。因此,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最终认定该授权条款违宪且无效。③

同时,法律的制定机关必须亲自阐明授权的界限以及法规要实现的目标和采取的手段。这

被称为“自我决定公式”。但是,在1958年“价格管制法判决”中,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对这一公式

有所缓和。《德国价格管制法》第2条第1款规定,价格管制主管机关得颁布行政法规、措施来确

定或许可除工资外的各种货品和给付的价格、租金、规费和其他对价,以维持物价水准。从表面

上看,本条规定似乎不够明确,但德国联邦宪法法院认为,授权的内容、目的和范围并非必须明确

规定在法律条文内,如果联系授权条款与其他法条以及法律整体的目的等彼此之间的意义关联,

能够从法律的整体上找出授权的内容、目的和范围,即可视为满足授权明确性的要求。其中最主

要的判断标准就是立法者的客观目的,必要时也可以参考立法理由。本案中,德国联邦宪法法院

通过综合考量,发现立法者要求被授权的行政机关所应实现的方针是维护物价水准,因此行政机

关只能采取为防止危害及严重扰乱整体物价水平所必要的措施。④ 然而,从后续的发展来看,德
国联邦宪法法院并未完全放弃自我决定公式。实际上,到底是应当由立法机关亲自规定还是可

以从解释中得出,取决于不同的司法审查强度。如果采取从严审查,就要求立法机关必须亲自规

定。如果采取宽松的审查,立法机关就可以不必亲自规定而允许解释。例如,在德国1962年的

一份判决中,德国联邦宪法法院认为干预公民基本权利的法律,尤其是其中涉及刑罚的授权条

款,对于明确性的要求必须从严审查。立法者必须清楚无误地表明授权刑事制裁的内容、目的和

范围,且必须达到让公民直接从授权本身而非从根据授权所制定的行政法规,即可预见刑罚要件

和刑罚种类的程度。⑤

此外,为了让立法能够适应社会关系的变化,在立法中使用不确定法律概念和概括性条款是

不可避免的。但是,这些不确定的法律概念和概括性条款的内涵必须能够通过长期的判决积累

被澄清和通过法言法语被确定。⑥ 这就要求立法提供哪一种方针应得到实现的线索,这被称为

“方针公式”。⑦ 所谓方针实际上是指授权目的。因为无论是授权内容还是授权范围,都受到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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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目的的影响。例如,在1956年《德国战俘补偿法》判决中,《德国战俘补偿法》授权条款规定“补
偿请求权要件、贷款要件、数额、期限和担保以及给予津贴的细节规定,由联邦政府经联邦参议院

同意后以行政法规予以规定”。德国联邦宪法法院认为,该案的授权条款有多种不同的解释可

能,行政机关究竟应如何规定,从条文中根本无法辨识。此外,联邦政府的行政法规应追求何种

目的,也无从确定。因为立法者所要求联邦政府达成的方针,既没有在法律中表明,也无法从法

律规定的内容中推导出来,故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宣告该授权条款违宪。①

2.我国立法的授权明确性分析

第一,授权决定的明确性。在我国立法实践中,符合《立法法》第12条规定的授权制定行政

法规的情形,目前主要有:(1)1984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国务院改革工商

税制发布有关税收条例草案试行的决定》(以下简称《1984年授权决定》)规定:“第六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根据国务院的建议,决定授权国务院在实施国营企业利改税和

改革工商税制的过程中,拟定有关税收条例,以草案形式发布试行,再根据试行的经验加以修订,

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国务院发布试行的以上税收条例草案,不适用于中外

合资经营企业和外资企业。”(2)《1985年授权决定》规定:“为了保障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工

作的顺利进行,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决定:授权国务院对于有关经济体制改革和

对外开放方面的问题,必要时可以根据宪法,在同有关法律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

的有关决定的基本原则不相抵触的前提下,制定暂行的规定或者条例,颁布实施,并报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经过实践检验,条件成熟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法律。”(3)2021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国务院在部分

地区开展房地产税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以下简称《2021年授权决定》)第2条规定:“国务院制

定房地产税试点具体办法。”或许是由于前两个授权决定早于2000年《立法法》出台的缘故,因此

在授权明确性上有所欠缺。《1984年授权决定》虽然规定了授权范围(国务院当时发布试行的以

上税收条例草案,不适用于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但是缺少授权目的的规定。《1985
年授权决定》虽然规定了授权目的,但是授权内容不明确。相较而言,《2021年授权决定》无论是

在授权目的(为积极稳妥推进房地产税立法与改革,引导住房合理消费和土地资源节约集约利

用,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事项(试点地区的房地产税征税对象为居住用和非居住用等

各类房地产)、范围(不包括依法拥有的农村宅基地及其上住宅。土地使用权人、房屋所有权人为

房地产税的纳税人)、期限(本决定授权的试点期限为5年,自国务院试点办法印发之日起算),还
是原则(国务院按照积极稳妥的原则)上都比较齐全。

第二,法条授权的明确性。实践中,除了专门的授权决定之外,还存在大量通过法条授权的

形式。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管理法》第56条规定:“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补偿范围、标准、程
序由国务院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第36条第1款规定:“国家采用依法征税的办法筹

集公路养护资金,具体实施办法和步骤由国务院规定。”法条授权的明确性也日益引起学者的关

注。② 由于过去理论和实务界将授权立法限定在专门的授权决定上,从而容易将法条授权归入

执行性立法的范畴。但是,法条授权与执行性立法仍然存在区别。执行性立法是对上位法的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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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是以上位法已经有规定为前提的,下位法发挥的空间有限。而法条授权中,上位法要么没有

规定,要么规定得很少很简略,下位法的形成空间很大,因此才涉及授权明确性所欲防止的上位

法逃避自身立法义务的问题。这类似于美国法上的禁止授权原则,该原则要求美国国会不得通

过授权放弃自身的立法权,从而破坏权力分立体制。当然,禁止授权原则并非如字面意思所示完

全禁止一切授权立法,而只是在可以进行的授权与不能进行的授权之间划定界限,该界限一般表

现为:(1)国会只能授权行政机关去填补细节;(2)国会授权行政机关制定调整私人行为的规则的

前提,必须是该规则的适用依赖行政机关的事实查明,如法律之所以规定检查人员在他认为必要

且合适时检查矿山,是因为对于多久要对特定矿山检查一次的特定事实由具备必要实务知识的

行政官员作出决定是必要的;①(3)国会授权时必须形成充分确定的标准,从而准确地帮助国会、

法院以及公众去判断国会的方针是否得到遵守。② 前两个界限实际上是一个意思,即国会不能

把政策决定权让渡给行政机关,因为政策决定需要在冲突的价值之间进行选择,而这应当由代表

不同选民利益的国会来作出决策。第三个界限也被称为“可理解性原则”或“明确性原则”,它要

求能够从立法目的以及立法机关指示行政机关实现该目的的方式中判断立法机关所期望的结果

能否得到实现。例如,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否定《国家工业复兴法》的授权条款时,理由就是国会

没有规定以何种方式来实现制定公平竞争准则的目的,也未能对可允许规定的性质加以界定,并
且没有规定如何遵循这些准则。③ 相比之下,尽管《立法法》对授权决定的明确性有明文要求,但
是目前法条授权的明确性仍处于立法空白状态,从而在某种程度上留下授权明确性的漏洞。鉴

于通过授权决定来授权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自2000年《立法法》出台之后就已经很少被使用,④

应当类推适用授权决定的明确性来规范法条授权的明确性,从而填补这一法律漏洞。

三、明确性要求的例外

不明确并不代表违背法治,有学者将不明确分为“计划内的不明确”和“计划外的不明确”,颇

有启发价值。计划内的不明确就是不确定,它是立法机关有意为之的不确定,包括不确定法律概

念和概括性条款。主要目的是为了给适用机关留下裁量空间,以便应对复杂的现实环境变化。

计划外的不明确是不清晰,它属于立法机关的错误,包括漏洞、不清楚的指示以及真正的不清

晰。⑤ 因此,虽然不确定法律概念和概括性条款看起来不明确,但是由于属于计划内的不明确,

因此不是真正的不明确,而是明确性要求的例外。
(一)不确定法律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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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确定法律概念并非完全的不确定,否则就违反明确性要求。实际上,不确定法律概念是指

某个概念的核心明确,但其外延模糊未定。① 对此,英国学者哈特曾用核心地带和边缘地带予以

说明。如遗嘱法要求遗嘱人必须在遗嘱上签名,签名的核心内涵是明确的,即亲自书写姓名的意

思,但是仍然存在一些不常见的模糊情形需要考虑,例如:立遗嘱的人是否可以签自己的化名?
如果他人强迫其签名,或者他只签署自己姓名的首字母(缩写),这样的签名是否有效? 又如,签
名出现在遗嘱的第一页而非最后一页是否有效?② 因此,确定性法律概念与不确定法律概念仅

仅是概念边缘的不确定程度上的差别。③ 也就是说,不确定性法律概念遇到的边缘性案件比确

定性法律概念遇到的要多。因此,虽然前述的“签名”也会遇到边缘性案件,但是相对于“公共利

益”要少得多。因此,“签名”虽然也具有模糊性,但是还没有达到称之为不确定法律概念的程度。
当然,不确定法律概念之所以不违背明确性要求,还因为它是立法者为了追求个案正义而故

意采用的法律技术,不确定法律概念的本质是立法机关授权执法机关联系具体个案情形来确定

其内涵。④ 例如,立法规定“在高速公路上一律限速120公里/小时”抑或规定“在高速公路上以

合理的速度行驶”。后者虽然不如前者确定,但是比前者更加灵活,可以防止出现“一刀切”。而

具体什么是合理的速度,显然是授权执法机关在个案中作出认定。对此,有学者提出用构成要件

形塑、动态体系和案例群作为具体化不确定法律概念的手段。⑤ 具体而言:(1)构成要件形塑,即
通过适用法律的机关来界定构成要件,从而使个案事实涵摄于不确定法律概念之下。例如,《中
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第13条第3款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

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这里构成要件中的“公共利益”就
属于典型的不确定法律概念。例如,在“徐井贤、黑河市人民政府二审案”⑥中,人民法院就指出,
“公共利益是指不特定的社会成员所享有的超出地方性的、明显的、受法律行政法规保护的、长远

的利益。本案中,为切实改善棚户区内居民的居住和生活条件,黑河市政府制定出台城区西部棚

户区改造项目,该项目明显是为改变城市面貌、提高居民生活水平、改善居住环境、增加公共福祉

的公益性项目,亦符合公共利益的特征”。(2)动态体系论,即不是通过给出完整的定义而是提供

不同的要素,并且根据满足这些要素的数量和强度产生相应的法律后果。不确定法律概念可能

满足其中某个要素但不具备其他的要素。例如,在具体化《德国民法典》第138条中的“善良风

俗”时,有学者就列举了多种违反善良风俗的例证,像滥用权力、利用经济上的胁迫、利用自由被

限制的困境等。⑦ (3)案例群,即通过一些典型的案件事实来形成案例群,从而不断地覆盖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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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参见吴国喆:《不确定法律概念研究》,商务印书馆2024年版,第15~16页。

参见吴国喆:《不确定法律概念研究》,商务印书馆2024年版,第16页。

Vgl.NikolaosTsoumanis,BestimmtheitundNormativitätimStrafrecht:EinebedeutungstheoretischeUn-
tersuchung,Nomos,Baden-Baden,2022,S.384.

Vgl.ChristianeMiddelschulte,UnbestimmteRechtsbegriffeunddasBestimmtheitsgebot:EineUntersu-
chungderverfassungsrechtlichenGrenzenderVerwendungsprachlichoffenerGesetzesformulierungen,VerlagDr.Ko-
vǎc,Hamburg,2007,S.145-146.

Vgl.Hans-JürgenPapier/JohannesMöller,DasBestimmtheitsgebotundseineDurchsetzung,AöR122,

S.202.
参见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黑行终463号行政判决书。

Vgl.Hans-JürgenPapier/JohannesMöller,DasBestimmtheitsgebotundseineDurchsetzung,AöR122,

S.204.



领域和情形。例如,2020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关于统一法律适用加强类案检索的指导意见

(试行)》,要求对于“缺乏明确裁判规则或者尚未形成统一裁判规则”的案件应当进行类案检索,

即是一种案例群方法的运用。
(二)概括性条款

概括性条款是指具有不确定性、价值填充性、不可直接涵摄性以及规范结构上的兜底性特征

的法律条文。① 比较典型的概括性条款如《宪法》第51条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

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该
条款被称为概括性权利限制条款,从而与宪法中的具体限制条款相区分。②

需要注意的是,概括性条款不同于法律原则和引致性条款。首先,概括性条款的不确定性在

于其通过抽象概括的表述为外在价值提供接口(接收援引功能),从而授权法官在个案中予以具

体化(授权功能)。它不同于法律原则,后者本身就是一种价值理念的反映。同时,法律原则的适

用方式是权衡,而概括性条款虽然不能直接涵摄,但是在具体化之后仍然需要进行涵摄。其次,

虽然概括性条款经常发挥兜底作用,但是并非所有兜底条款都属于概括性条款。例如,《出版管

理条例》第25条第10项规定,任何出版物不得含有“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规定禁止的其他内

容”。这一规定属于引致性条款,即自身不规定实质内容,而是把内容转引自其他条款上。而概

括性条款虽然也带有一定的援引功能,但它不是向法内援引而是向法外援引。例如,《中华人民

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81条第1款第3项规定的“人民警察在办理治安案件过程中,遇有下

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回避;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被侵害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也有权要求他们回

避:……(3)与本案当事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案件公正处理的”中的“有其他关系”就属于这种

情况。再次,概括性条款也不同于含有不确定法律概念的法律规则。因为概括性条款的特征是

具有一般性,与不确定法律概念所代表的语用不明确并不完全相同。一般性是属概念的特点,一
个概念在种属关系上越往上层,调整的范围就越广,其一般性就越强。但是一般性的概念不一定

不明确。例如,“人”这个概念肯定具有一般性,但遇到的边缘情形并不多。因此,立法者用概括

性条款只是想调整更多的情形,并不意味着放弃明确性的追求。③

可见,使用概括性条款并不违反明确性要求。因为它仍然属于计划内的不明确,也就是说,

概括性条款是立法者为了防止挂一漏万以及适应社会变化而有意采取的法律技术,它是立法机

关为将来可能出现的新情况和例外情形预留空间而设计的。由于立法机关无法完全预测未来和

穷尽例外,因此才不赋予其实质性内容,而是交给法院视情况而定。概括性条款的具体化主要采

取案例群的方法,即通过个案的积累形成案例群,最终实现概括性条款的类型化。④ 以《宪法》第

33条第3款的“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一概括性人权保障条款为例,该条款到底包含哪些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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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刘亚东:《民法概括条款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第70~73页。

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6条第3款规定:“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

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

在德国法中,与一般性相对的是个案法律禁止,与明确性要求并不相同。参见王锴:《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

审查决定>的法律性质》,《环球法律评论》2024年第4期。

参见刘亚东:《民法概括条款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第192~269页。



利,目前通过人民法院判决的积累,已经认定了生命权、健康权、①生存权、发展权②为未列举权

利,从而逐步明确了该条款的内容。

适用概括性条款不仅要穷尽明确列举的例示性规定,而且要注意两者之间所具有的相似

性。③ 例如,2019年,某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对 《某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关于企业破产案件

管理人指定办法》(以下简称 《办法》)进行主动审查发现,《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以下简

称《企业破产法》)第24条第3款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担任管理人:(1)因故意犯罪受

过刑事处罚;(2)曾被吊销相关专业执业证书;(3)与本案有利害关系;(4)人民法院认为不宜担任

管理人的其他情形。”而该《办法》第17条第8项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社会中介机构不得担

任管理人,社会中介机构的工作人员不得参与破产管理工作:……(8)未经受理破产案件的人民

法院同意,私自发表诋毁、炒作、妄议人民法院破产案件裁判和相关决定等言论的中介机构或个

人。如果要把“私自发表诋毁、炒作、妄议人民法院破产案件裁判和相关决定等言论的中介机构

或个人”纳入不宜担任管理人的其他情形,必须与法律中列举的情形类似。但是,一方面,“私自

发表诋毁、炒作、妄议人民法院破产案件裁判和相关决定等言论”达不到《企业破产法》第24条第

3款所列举的犯罪或者吊销专业执业证书的程度;另一方面,“对如何把握炒作、妄议存在模糊的

界限,有可能不当限制社会中介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合理表述诉求”。④ 因此,最终审查机关建议

制定机关修改该条款。

四、结 语

法律明确性原则有两大功能:一是确保法律预先告知的功能,使受规范者得以预见其行为的

法律后果;二是使执法准据明确的功能,避免给执法机关留下恣意、选择性执法的空间。由于基

本权利限制主要采取法律保留的方式,即宪法授权法律限制基本权利,故《立法法》第7条第2款

规定的法律明确性原则在基本权利限制领域就转化为对限制基本权利的法律的明确性要求。当

然,由于我国的法律保留分为绝对法律保留和相对法律保留,因此明确性要求也可以针对全国人

大及其常委会授权行政法规限制基本权利时授权决定的明确性,即“授权明确性”。

可喜的是,2024年公布的《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对原一审稿中的第34
条进行了修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沈春耀介绍,《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草案)》第34
条中关于“有损中华民族精神”“伤害中华民族感情”等表述,主观色彩较强,理解标准不一,其含

义在立法上不易界定、在执法中不易把握,执法中可能会损害公众的正当权益和正常生活。综合

考虑各种因素和执法需要,此次审议的修订草案不再使用此表述。⑤ 这一修改可被视为明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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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湖南省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湘10民终1249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苏05民终6702号民事判决书。

2004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案件适用法律规范问题的座谈会纪要》规定,以“等”“其他”等概括性用

语表示的事项,均为明文列举的事项以外的事项,且其所概括的情形应为与列举事项类似的事项。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法规备案审查室编著:《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案例选编》,中国民主法制出

版社2020年版,第171页。

参见《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草案进入二审 公安机关询问查证应全程同步录音录像》,http://www.npc.gov.
cn/npc/c1773/c1848/c21114/zaglcffxd/zaglcffxd003/202407/t20240710_438166.html,2024-06-26。



要求在基本权利限制领域得到适用的一个典型例证,也体现了切实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宪法

精神。

Abstract:Explicitnessrequirementisoneofthelegitimizingconditionsforthelimitationof
fundamentalrights.Therequirementforexplicienesscomesfromtheprincipleoflegalstability
intheruleoflaw,anditsdefinitionneedstobeapproachedfrombothpositiveandnegativeper-
spectives.Explicitnessrequiresthreeelements:predictability,nottoobroadcoverage,andthe
abilitytodeterminethroughinterpretationorprecedent.Accordingtothedegreeoflegalreser-
vation,clarityrequirementsaredividedintogeneralclarityrequirementsandspecialclarityre-

quirements.Theambiguitythatexplicitnessattempttoeliminateismainlyaimedatsubjective
ambiguity,thatis,theambiguityoflegislators'intentions.Forthelimitationoffundamental
rights,theunclearpurposeofrestrictingfundamentalrightsasstipulatedbylawcancausecon-
fusionorselectiveenforcementbylawenforcementagencies,andleadtodifficultiesinlegalin-
terpretation.Therefore,aslongastheintentionofthelegislatorisclear,evenifthereisobjec-
tiveambiguityinlegalstatements,includingtheuseofuncertainlegalconceptsandgeneralpro-
visions,itcanstillbedeterminedthroughlegalinterpretationorcasestudies,anddoesnotvio-
latetherequirementofexplicitness.

KeyWords:limitationoffundamentalrights,explicitnessrequirement,uncertainlegalcon-
cepts,generalprovi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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